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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动儿童教育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密不可分，科学认知其制度变迁逻辑和发展进路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议题。文章将历史制度主义用于较长

时间跨度的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分析，并将制度变迁全过程大致划分为零星

试点、明确主体和权责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其制度变迁逻辑体现了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中关

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的制度要点，其中“试点”政策和“两为主”原则是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地

方政府对户籍制度的主动依赖，以及推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组合制度变迁所需要的制度成

本递增、收益缓慢所产生的自我增强机制，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未来，

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发展变迁应该继续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可

及性为核心的政策群中，寻找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同时突破对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地方政

府的权责划分始终是保障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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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流动儿童教育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

可绕过的议题之一，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

不仅关系到教育公平，还对实现人力资源强国

的战略目标具有深远意义。根据2021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测，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

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

国儿童总人口的46.4%。也就是说，中国近一半

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1]过去20年里，

尽管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两为主”“两纳入”

等政策，以较大力度推动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

的落实，然而，现实中这一群体在享受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尚

未完全实现“同城待遇”。[2-5]这些障碍突出表

现在，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在地方落实过程中，

往往需要经过多层次的“在地化”调整，并受到

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城市学校以及本地居民

等多方力量的掣肘与抵制。[6-8]调查发现，在国

家“两为主”“两纳入”政策的引领下，各地义

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虽然存在“积

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的区别，但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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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入学机会平等问题得到了较大缓解，突出

问题表现在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课外教育培

训和后义务教育阶段等方面的保障问题还尚待

解决。[9]此外，一些地方政策还表现出“搭车收

费”“改头换面”以及“应付了事”等现象，凸显

出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与多变性。[8]从政策的演

变过程来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不仅经历了不

同时期的政策调整与转折，在主体维度上也涉

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与互动。这种纵横交错

的政策轨迹，以及不同政策之间的张力，进一

步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程度。因此，有必要

从时间维度梳理政策变迁的历史过程，并从主

体维度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从而更

深入地理解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复杂性。基于

以上政策背景，激发了本研究的问题：处于不断

转型和发展中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为何无法

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教育政策背后，

是否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制度因素阻滞了教育

政策的目标达成？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

分析框架，能够有效揭示制度演变的深层逻辑

和历史脉络。本文拟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框架，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为切入点，探

索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制度变迁及背后的深层原

因，重点聚焦那些推动制度变迁和维持制度稳定

的关键因素，试图解答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二、既有解释与不足

学界关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已从多

角度进行了阐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正式制度的角度可以解释我国

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发展中的多重矛盾。首先，从

个体权利角度来看，流动儿童作为合法公民，

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10]但是，他们为何在流动

过程中无法享有同等待遇？已有研究提供的解

释是，各项制度之间所表现出的矛盾导致了流

动儿童教育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大打折扣。我

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采取的是“地方负责、分级

管理”制度，城市地方政府最初并不承担为流动

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责任。随着“两为主”政策

的推进，流入地政府对流动儿童的管理权限逐

渐明确，但由于国家并未制定义务教育必要设

施的标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范围实际上并不

清晰。[11]再加之，“两为主”政策所表现出的政

策张力，地方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会

考虑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所涉及政府职能

与收益预期的平衡。尤其是分税制下财权与事

权的不对等，上级政府通过行政指令将部分公

共责任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面临上级决策与

地方利益冲突时，可能通过基层权力运作或政

策调整，重新定义政策目标，使其更符合地方

利益。[12]近年来，受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影响，特

大城市通过“以教控人”的方式为流动儿童设

置了更高的门槛。例如，在北京等一些特大城

市，流动儿童申请公办学校时，需由家长或监护

人提供“多证”方能获得学籍，若无法提供，许

多流动人口不得不选择其他学校，或返乡成为

留守儿童。这说明，政策目标的冲突往往会表现

出多项政策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的情况，地方

政府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会做出趋利避害的理

性选择。[13]此外，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

供给也面临多方主体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

流动人口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

缺乏协同机制，导致流动人口难以及时获得户籍

外的社会福利，流动儿童也无法享有平等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14]从现有正式制度的角度来看，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似乎是各类政策和多方主

体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政策执行不到位和政

策变异所导致的。那么问题在于，当前国家政策

轨迹向好发展的情况下，生活在城市尤其是特

大城市的流动儿童，为何还是屡屡无法享受平

等的教育公共服务？政策发展的背后是否还有

其他原因阻滞流动儿童的教育获得？

另一方面，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解释流动儿

童作为一类新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竞争与融

合。首先，非正式制度视角往往将流动儿童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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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新的群体，所产生的教育问题亦是通过群

体之间的竞争所引致的。例如，社会融入视角认

为，流动儿童在流动过程中，其价值观念、行为规

范和交往准则等受到新的社会文化冲击，若无法

顺利适应新环境，必然影响其教育获得。[15-16]此

外，有研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流动儿童教育困

境，认为进入城市后的流动儿童由于资源匮乏和

难以逾越的社会阶层障碍，教育机会和教育质

量受限。[17]同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流动儿

童会挤占一部分当地的教育资源，必然也会受到

当地居民的抗阻。实际上，这种将流动儿童视为

新群体的论调本身就已经将流动儿童和城市居

民对立而论，那么自然也就先验性会从解决两

类人群的矛盾和冲突出发。不可否认的是，外来

人群必然会与本地人群之间产生资源竞争的问

题，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平衡和资

源供给不足所导致的根本性问题。

流动儿童教育制度发展可能是非线性的轨

迹，而这背后所存在的不同拐点可能是推动流动

儿童教育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而相对应的制

度持续阶段可能就形成了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制度的路径依赖。有关历史制度主义理

论的教育政策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参考，例

如，研究对我国大学治理制度与变迁[18-20]、家庭

教育政策演进[20]、美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政策[21]、

教育扶贫政策演进[22]、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

迁[23]、高校教师发展制度变迁[24]等进行了全面

分析，为本研究提供可行性参考。基于此，研究

拟采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流动儿童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逻辑，重点剖析制度变

迁的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两个方面。

三、理论框架：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

国，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首次明确提出“历史

制度主义”概念的是凯瑟琳·瑟伦（Kathleen 

Thelen）、瑟达·斯克波尔（Theda Skocpol）等

人。他们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揭示政治斗争受

到了它所在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25]此后，

历史制度主义 逐渐被学界所关注与发展。彼

得·豪尔（Peter Hall）等人则认为，历史制度主

义的主要特征包括：第一，以宏观视角看待制

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制度实施

和发展过程中强调权力的非均衡状态；第三，

倾向于强调路径依赖以及不可观测的结果；第

四，强调将制度分析与其他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分析政治结果。[26]（P30）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三大

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汲取了结构主义和理

性主义的精髓，立足于中观层面制度研究。在

制度的中轴上，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两个扇面

上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其一是向下探寻既

定的制度对公共政策的显著影响，其二是向上

探寻已有制度对某些观念的汲取和再创，并借

以这两个扇面的工作系统地提炼出制度自身的

变迁规律。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历史并非

由静态的事件组合而成，而是在各种制度因素

的变化中动态生成。这些不同的视角为政策分

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究思路。在教育政策分析

领域，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对教育政策的变

迁具有描述性意义，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则可

以解释政策稳定与变迁的原因，关键节点和否

决点则能够说明政策变迁规律或分析政策受

阻的原因。[27]

本研究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研究我

国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具有一

定的适切性，如图1所示：其一，聚焦于历史过程

和中层结构的制度分析。我国流动儿童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制度发展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行

政放权、户籍制度改革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在

制度结构上符合中层制度的位置。其二，流动

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因经济体制改革而

起，又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教育资源对

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符合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

赖过程。其三，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考察流动

儿童教育问题，可以全面挖掘与流动儿童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发展相关的其他因素，避免

政策分析的局限性。



深圳社会科学 2024年第7卷·120·

图1   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的历史制度主义解释框架 

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制度发展的变迁过程

深描任何制度的嬗变过程都离不开一定

的历史脉络和具体的社会情境，制度脉络是历

史制度主义中的重要概念。历史制度主义者认

为，分析事件和行为的起因，不仅仅要分析短期

内对事件产生影响的直接因素，而且要分析对

事件产生影响的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因此，

只有将某一事件和行为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制

度或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理解，才能够更为深

刻地理解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和动力机制。[28]

基于此，文章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流动儿

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的发展脉络，并将其

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问题凸显与零星试点：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初期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

口登记条例》成为划分城乡二元格局和严格控

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标志性政策。从此，居住地

身份成为一种象征，即单一地依据个体的户籍

所在地分配社会资源和福利。[29]虽然改革开放

以来，逐渐显现的市场化力量为农民突破制度

的藩篱提供了进城务工的可能性，但是在人口

流动、国家和城市之间仍旧存在着许多政治要

素的作用。1981年，我国在《关于严格控制农村

劳动力迁向城市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

通知》中继续明确严控农村户口居民迁入城镇

转为非农户口。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

动力大量进城务工，以及改革开放对劳动力自

由流动的需求上升，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

城市。198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

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自理口粮”

的基础上到集镇落户并登记为非农业户口。虽

然政府承认了流动人口作为新型“产业工人”为

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但对

于当时的城市管理者和居民而言，流动人口不

仅会“挤占”城市居民各种资源，还会导致其他

的社会问题。因此，农民工进城后实际上并未

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权利。比如，当时随迁的

流动儿童获得的教育机会主要来自由民间自助

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教育条件简陋的“打

工子弟学校”受到了严格管制，但实际上，城市

的公办学校仍有大量的闲置学位。数据显示，

在1995—2002年间，上海市共闲置52.07万个义

务教育学位，北京市2002年也闲置了32万个学

位。[30]公办学位闲置与自助“打工子弟学校”之

间反映的不仅是对流动人口的严苛管制，同时

也是教育供给与需求的错配表现。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政府对公平

正义的追求，中央开始重视流动人口的基本需

求。1996年, 原国家教委颁布《城镇流动人口中

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 (试行) 》，其中规定了

以全日制中小学借读为主、以各种形式的教学

班为辅的教育保障模式开展政策试点，并在北

京、天津、上海等6省市中各选一区施行。在此

基础上，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颁布

了《流动人口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增加

了允许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公民

个人办流动儿童学校或简易学校的规定, 但由

于户籍制度限制，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

童在流入地就学设置了一定的门槛。此时，虽然

对流动儿童进城上学放松了政策管制，但是仍

只能以借读生身份或缴纳择校费的方式进入公

办学校或质量较差的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受教

育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完全保障。

计划经济体制

严控流动

有序流动

行政放权

户籍改革

借读入学

两为主制度

两纳入制度

因需供给 因责供给 因财供给

流动儿童入学难

依赖劳动力

改革开放

有限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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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创制与明确主体：20世纪90年代

至21世纪初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流动儿童群体的

数量大幅增加。1990年至2000年十年间流动人口

数量翻了两番，流动儿童数量激增到1982万。[31] 

20 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

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

利”的“两为主”政策。2003年，教育部等六部

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

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由流入地人民

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工作，接收的学校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

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对进城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同等对

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2005年，国务

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

的通知》，指出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对接收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公用经费，

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将根据各省

义务教育阶段实际接收的进城农民工随迁子

女数，给予经费和办学条件两方面奖励。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规

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且可以在当地参加升学

考试。除此之外，政府还针对流动儿童学籍管

理、经费管理、义务教育后阶段的教育问题出台

系列配套措施。[32]从这一系列“政策群”可以看

出：从横向上，与流动儿童教育相关的政策议题

涉及到农民工就业、教育经费、户籍制度和教育

发展等多方面改革，政策网络复杂，政策辐射

面广泛，政策主体较多；从纵向上，中央政府虽

然颁布了政策指令，但仍然留有一定的政策空

间，比如，“两为主”政策虽然明确了地方政府

的主体责任，但是并未具体规定流入地和流出

地政府之间的分担比例，以及哪一层级的地方

政府具体负责流动儿童教育财政问题。

（三）突破关键与权责划分：21世纪初至今

面对持续增长的流动儿童数量，2012年国

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颁布的《关

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

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

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相应政策措施，解决随迁

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后继续升学问题。

2014年，国务院先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

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从城镇化、户籍

制度和农民工服务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中明确了

保障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具体而言，一是

明确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

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中，突破了地方

政府在解决随迁子女问题上的关键瓶颈；二是

对随迁子女学业方面的关注深入到社会群体的

融入，政策意图更加明确；三是扩大了对随迁

子女受教育的保障范围，逐渐延伸到非义务教

育阶段。2016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镇发展规划和财政保

障范围，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

入学政策，推动“两免一补”资金和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等，进一步

细化了对随迁子女的教育责任。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

务》提出要落实“两为主、两纳入”要求，实现公

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这一阶段的政策

特点是：其一，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政策

变革开始触及根本性的户籍制度障碍。特别是

国家开始松绑了户籍限制，逐步拓宽了农村人口

进城落户的路径，将随迁子女的入学纳入到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其二，国家以“两为

主”“两纳入”政策为契机，就谁负责、如何负

责为政策导向，强调地方教育政策的规划性。

总之，从“流动儿童”到“随迁子女”的政

策话语转变，反映了政策对流动人群以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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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的识别更加精准，体现了政策规划的即时

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流动儿童受教育政策出

现在城镇化规划、户籍制度和农民工服务等多

个政策群中，说明了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制度所关联的结构网络复杂。此外，流动儿童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体系从义务教育阶段覆盖

到非义务教育阶段，符合当前流动与长期居住

的态势。流动儿童的教育治理形成了“中央政策

主导、流入地政府责任为主、社会协同参与”的

格局，充分说明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

度多元供给主体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五、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

按照历史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关键节点可

以视作历史发展的转折时刻，或者冲突爆发点、

否决点，路径依赖则可能会导致政策持续稳定

发展。分析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对制度后期发

展变迁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流动儿童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既有重要的历史发

展转折所引起的政策变迁，同时又表现出路径

依赖造成的政策发展稳定性。

（一）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

的“关键节点”

历史制度主义者提出了历史分期理论，他们

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既有连续又有断裂的过

程，将不同历史分期连接在一起的因素就是“关

键节点”。如何定义关键节点，是什么导致了这

些历史节点变得如此“关键”？[33]大多数研究认

为，关键节点突出表现为某个历史时期所引发

的一些持久存在的遗产，基本符合“无遗产则

无关键节点”的标准。研究将着重分析流动儿

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哪些关

键节点？有哪些“关键前因”造成了这些节点的

“关键”？

梳理已有政策轨迹发现，第一个显著节点

是国家颁行的“试点政策”。1996年原国家教委

颁布第一条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入学的政策。虽

然该政策只是国家首次允许流动儿童以借读生

的身份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并需要缴纳一定的

择校费或办理复杂的入学手续，但却是国家层

面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开端。按照历史

制度主义者的观点，判断一个节点是否关键，

那就需要观测该节点发生时序前后的变化是否

为“迅速的且广泛性的变化”。广泛性的变化主

要是指变化带来的结果必须影响到相当比例的

人群。[34]1996年首次颁行的试点政策主要是选

取了几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从研究中公布

的数据来看，该节点前后的流动儿童入学率符

合“迅速且广泛的变化”特征。比如，1995年广

东省1%人口抽样数据表明，省内流动儿童入学

率低于城市本地儿童，同时也低于留守在农村

没有外出的儿童。1995年北京的流动人口中只有

40%的学龄儿童顺利入学，而在1997年北京流

动人口普查数据中，6~15岁的流动儿童入学率

已达到了82.1%。[35]除了找到关键节点外，历史

制度主义者还提出了关键性前因概念，通过将

关键性前因和关键节点连接起来，通过两者之

间的关联来探寻先行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回

顾政策变迁过程，研究认为有以下前因性因素

可能影响了关键节点的出现。首先，我国在1994

年开始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理顺了中

央和地方在事权、财权方面的分配关系，流动

儿童教育供给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顺理成章

地被分配给地方政府。其次，人口流动的总体态

势和流动家庭的结构变化，导致流动人口对流

入地的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旺盛，政府不得不

考虑流动人口的个体需求。再次，1978年至90

年代末，我国以“效率优先、城市优先、非均衡

发展”作为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使得许多

的城市学校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但进一

步扩大了城乡的教育差距，导致越来越多的流

动儿童“为教育而流动”。总之，流动儿童教育

制度之所以发生转变，主要是由于政府、学校和

流动人口本身等因素聚合推动了流动儿童制度

的转型。可以说，无论是从政策变迁的幅度还

是程度来看，第一次政策转向体现了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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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决裂式”变迁的特征，这一次政策转向开

始突破以往的政策框架，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制

度体制，也为下一次转向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二个显著关键节点是“两为主”制度的

颁行。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

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政府管

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

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这一决定确定了以流入地政府和公办学

校为主的解决方针。在政策颁行以后，流动儿

童在公办学校的入学率持续提高，从2010年的

66.5%，增长到2018年的79.4%，并基本上维持

在80%的水平上，[36]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

农民工子女因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而返乡成为

留守儿童。尽管如此，我们亦不能忽视该政策作

为一个“关键节点”，对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产生的深远影响。那么，有哪些关键性前因促

成了这个关键节点的出现？首先，第一次关键节

点明确了流动儿童进城上学的合法性，但由于

事权和责权不匹配，国家的政策多为应对型措

施，地方政府则更多考虑地方利益，导致实际

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其次，2001年

“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将教育

的事权、财权、人权都统一收归于县级政府管

理，教育经费则由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共

同承担。由于大多数流动儿童的教育需求集中

在发达省市，因此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就处于

城市与农村的夹缝地带，导致流动儿童的教育

责任边缘化，客观上推动了流动儿童教育政策

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看出，第二次政策转向相对

于第一次政策转向来说，以渐进式变迁为主，

也是在第一次政策转向的基础上，扩大了政策

实施的覆盖面，拓宽了政策发展的空间。

（二）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

历史制度主义者对路径依赖的解释是，前

期事件对后期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即在分析后

期制度过程中重视前期历史事件的意义，强调

制度一旦形成即意味着选择了某一种路径。然

而，随着更换路径的成本递增，后期制度会逐渐

表现出对前期制度的依赖，并指出“递增收益”

是路径依赖的重要动力来源。[37]历史制度主义

学者认为，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

定的惰性，并且一旦被得到支持且固定下来后，

制度自身会在环境中不断重构，构筑防御屏障

以此保护自己。[38]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制度主要受到国家户籍制度和我国义务教育管

理制度影响。

第一，地方政府对户籍制度的路径依赖效

应。我国户籍制度历来就被广泛地适用于人员

流动管理、安全治理、公共资源分配过程，是我

国长期实施属地化管理的重要行政制度。虽然

在1979年以后，户籍制度的一部分功能逐渐弱

化，但社会治理环节中对某部分功能的需求程

度仍然比较高，尤其是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

资源分配功能，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并未弱化。

当前，在中央政府不断要求放松落户制度限制

的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难以继续使用户籍制

度来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转而通过创造新

的一种制度来严格限制落户人口规模。例如，在

市民化成本较高、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较大的城

市，地方政府则将以往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

积分落户制度，实际上只是将简单的二元户籍

结构拆解为有利于高技能群体的量化指标，限

制了对自身城市发展贡献较小的低技能群体落

户，甚至有些城市将此定义为人才落户政策，以

达到与户籍制度分割相同的作用。[39]可以看出，

户籍制度从一开始的流动管理逐渐转变为以人

力资本为信号的筛选机制。就流动儿童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制度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系列相关

制度的集合，如招生制度、资源分配制度、财政

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形成了矩阵网络，相互交织

并进一步产生了制度强化效应。随着户籍制度

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政府将户籍制度转化为

一种新的人力资本筛选制度，这既符合中央政

策指令要求，同时也会产生更多的制度预期收

益。可以说，虽然户籍制度效应逐渐弱化，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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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从本质上依然遵

循的是筛选制度，这种筛选制度是在户籍制度

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强化。

第二，地方户籍制度改革成本高收益慢，制

度出现自我增强机制。一方面，从户籍来看，流

动儿童的归口管理是户籍所在地，按此逻辑应

由流出地政府承担这部分教育成本。自1985年

开始，我国教育事业实行的是“国务院领导下，

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纵向管理体制，这从根

本上将过去中央政府包揽的财政压力切割给地

方政府财政，而流动儿童的大量涌入实际上是

增加了流入地的财政压力和成本。虽然改革开

放以后，地方政府在管理流动儿童方面的职责

已经相对明晰，但是基于制度成本高、制度收

益慢等原因，地方政府改革进展缓慢。另一方

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负担相应的

成本。长期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低

于人口城镇化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央和地

方政府在市民化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存在严重

错配，即中央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

中获取的收益大于成本，地方政府则是收益小

于成本[40]，收益不均等就将导致地方政策短时

间内难以发生重大变迁。当然，在推进市民化过

程中不仅仅是户籍的简单转换，还涉及农转非居

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方

面要与原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等问题。[40]实

际上流动儿童的教育困境是由于户籍制度附带

的福利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流动儿童到城市接

受教育在较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教育资源区域发

展不均造成的。

六、未来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制度发展进路

（一）把握关键节点，提高公共教育服务质量

近日，民政部等21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

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这也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流动儿童群

体专门制定的关爱保护政策文件。《方案》建

立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

单》，并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发展保障等6个方面梳理了19

项流动儿童关爱服务具体内容。《方案》作为多

年来对流动儿童群体政策空白的填补，站在历

史发展的新节点，如何创新流动儿童基本公共

教育服务制度是这一新节点的重任。同时，近年

来我国多项政策指令中都明确指出，将“高质量

发展”作为了新格局下公共服务发展的指导思

想和基本原则。可以说，提高流动儿童基本公

共教育服务质量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

政策议题。

回顾 多年来的政 策轨 迹发现，流动儿童

教育政策的“管制”取向较为明显，如“两为

主”“两纳入”政策都自上而下地明确了地方政

府的基础性作用，具有一定的行政主义色彩。

在过去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改革过程

中，我国已经基本填满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数

量缺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本主义色彩

加重，公众的教育需求和教育发展方向更加多

元化。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发展看，满足流

动儿童群体日渐多元的教育需求和高质量的教

育服务将是未来制度创新的发展方向。第一，

从户籍制度的路径依赖来看，应该逐渐减弱户

籍制度与公共教育服务的附带关系，保障非户

籍流动儿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教育服

务。第二，按照《方案》要求，采用摸排工作机

制，定期更新流动儿童数据信息。善用大数据

功能，实现流动儿童数据在居住地和户籍地之

间共享。第三，建立健全满足流动儿童教育需

求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根据当地流动儿

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分析，制定可动态

调整的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清单政策，

并保证流动儿童家庭都能享受政策红利。

（二）突破路径依赖，找回政府角色

从政府部门的权力来源和人民的主体地位

出发，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责在于最大限度地满

足人民群众的发展意愿及利益诉求，确保政策

制定和治理行为始终围绕人民意志展开。[41]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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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我国现行的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路径采

取的是自上而下路径，政府以户籍制度为依据

提供教育产品，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固化了教育

资源获得的制度路径。因此，不仅需要转变政

府的治理意识，同时更需要不同层级政府的通

力合作，以公民权利和人民需求逻辑为主体，

给予流动儿童应有的公共教育服务产品，真正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第一，要破解以户

籍制度及其衍生的身份筛选制度对流动儿童基

本公共教育服务的限制，政府可以结合当地城

市的流动儿童实际数量，分步骤、分阶段、分区

域放宽城市落户条件，保障流动儿童享有同等

的教育权利。第二，建立健全流入地、流出地与

中央政府“三位一体”制度体系，根据不同层级

政府的给付能力，划分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范

围。第三，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借鉴政府行政管

理过程的责任清单制度，对未及时履行责任的

政府或主要负责人追究相应的责任，才能督促

各级政府落实好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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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ANG Pengcheng
Abstract: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s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 and trajectory of it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s a crucial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ccelera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for 
migrant children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dividing the process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sporadic pilot 
projects, clarification of key actors, and deline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ref lects key elements of critical junctures and path dependence within 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framework. Pilot policies and the “two main principles” serve as pivotal juncture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cal governments’ active reliance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 and 
the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costs combined with the slow returns on efforts to promote institutional change 
centered on this system have led to a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 creating a clear path dependence i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Looking forward, the evolution of the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for 
migrant children should continue to seek critical junctures within policy frameworks that focus on integrated 
urbanization and enhanced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t the same time, overcom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is essential, with the deline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remaining a key factor in ensuring educational equ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basic public education service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critical juncture; 
path dependence


